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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國的民族劃分體系，據2000年全國人
口普查統計，中國境內55個少數民族的總人口超
過10,449萬，佔全國總人口的8.41％。其中人口在
100萬以上的民族有18個，在100萬以下10萬以上
的有17個，在10萬以下1萬以上的有13個，在1萬
以下的有7個。1 儘管這與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比
較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少數」，但其絕對數字卻
是絕對不容忽略的，並且其中相當多的族群仍然屬
於「未得之民」。更為重要的是，對於教會來說，
基督福音所關注的「萬民」，乃是不以其人口數量
來決定是否「值得」付出宣教努力的，何況，基督
的心腸乃是不願有一人沈淪，而願「人人」悔改得
救。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欣喜地看到海內外
教會（不僅僅是華人教會），近年來對少數民族事
工的關注日漸增長。一些海外教會直接派遣宣教士
或支援中國傳道人到少數民族中宣教，而一些國內
的教會也開始有意識地針對少數民族展開宣教事
工。這些努力和實踐無疑都是值得稱道和感恩的，
但是我們也意識到，如果我們希望能更快，並且更
好的在少數族群中傳福音、建教會，我們還有必要
從歷史中有所學習，不重複曾經的錯誤，承繼前人
卓有成效的策略，效法先輩為福音擺上的心志，因

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知得
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事實上，近年來廣
為討論的「傳回耶路撒冷運動」的異象，很大程度
上源於1940年代向西北邊疆宣教的「遍傳福音團」
和「西北靈工團」。

歷史上的邊疆佈道

在整個中國教會方面，除了中國內地會等西方
差會和宣教士一直致力於福音傳遍中國，包括邊疆
地區的努力之外，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一些中國本
土的教會和傳道人也開始參與這個宣教運動，其中
邊疆佈道事工在40年代還成為其中一個熱點。

發起和推動國內佈道事工的中國基督徒最早應
是山東濰縣的丁立美牧師。1910年，他聯合河北、
山東、安徽、河北的學生代表，在通州的協和大學
成立義勇佈道團（即後來的中華基督教學生立志佈
道團）。1922年，該團在江西牯嶺召開第一次全國
大會，有48個支團，約1,600名成員，其中130人加
入教會作傳道。儘管佈道團的經費主要來自西方差
會，但也標誌著中國基督徒開始承擔向本土宣教的
責任。

20年代以後，中國教會出現了不少佈道團，其
中最為著名的是伯特利佈道團和宋尚節的個人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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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不過，其中有些佈道團主要是作地區性的佈
道事工，有的則主要是奮興事工，真正的邊疆宣教
工作並不多見。當時，還出現了一些主要向海外華
人宣教的團體；例如翟輔民(Robert A. Jaffray)1929
年成立中華國外佈道團，主要面向越南和荷屬東印
度群島開展事工；另如，趙世光等於1941年成立的
後來演化為靈糧堂的中國靈糧世界佈道會，前往南
洋地區佈道。

在邊疆佈道方面，丁立美也是最早的推動者之
一。1918年，他在江西與余日章、誠靜怡等人發起
組成雲南佈道籌備委員會，後來擴大為中華國內佈
道會雲南支部，而該佈道會可以被認為是由中華續
行委辦會所推動的中華歸主運動的派生結果之一。
次年春，丁立美夫婦等7人受差往雲南調查和佈
道。1920年，中華國內佈道會正式成立，誠靜怡任
會長，在雲南、西北、東北等邊疆地區進行佈道，
建立教會。其中雲南是該佈道會的主要工場，女教
士陳玉玲是其中的代表。2

抗戰爆發後，大量原來居住在東南沿海的基督
徒西遷，隨著與西部邊疆民眾的接觸，開始增加對
邊疆地區的興趣和投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39
年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專門成立的邊疆服務部，
他們在四川西部和西康地區開辦教育和醫療事工，
並向當地少數民族群體宣教。3 一些大後方的基督
徒學生和知識分子，回應服務少數民族的呼召，到
邊疆地區開辦學校和醫院，其中部分從此留下來，
長期居住在這些地區。戰後，還有一些針對邊疆少
數民族的佈道團體，如主要針對海南黎族和苗族的
中國黎苗佈道團等。此外，在邊疆佈道方面，還有主
要在華北察哈爾、綏遠等地展開工作的中華西北佈道
團，儘管其創立者是美國傳教士高愛壁，但其成員則
多為中國信徒。

到了40年代末期，邊疆佈道甚至成了多間神
學院的共同異象，並紛紛成立禱告小組或佈道團，
鼓勵畢業生投身邊疆宣教事工。其中，遍傳福音團
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由一群陝西鳳翔西北聖經學院的
師生所發起。儘管遍傳福音團的成員並不多，但他
們在陝甘寧青新一帶開展了一些巡迴佈道事工。另
外，1948年，華北神學院在由山東南遷至無錫梅園
後，也成立了邊疆佈道禱告小組。而上海浸信會神
學院的學生也為邊疆佈道工作成立了禱告小組，其
中還有人前往新疆佈道。例如山東人賈奉智，他曾

在上海浸信會神學院工作，1951年到新疆佈道，後
來長期居住在塔城。4

1947年在青島成立的中華基督徒佈道會也致力
於邊疆佈道，在其簡章中明確將其列為其中一項事
工，「以差遣工人前往各地及邊荒遍傳福音，及服
事各地教會為宗旨」。5 但是，梁家麟指出，他們
的主要成員基本上都是奮興家，而非佈道者，長期
到邊疆工作的僅有桑世光夫婦，主要是在雲南 僳
族中佈道。其餘各人，僅以短期宣教的形式在邊疆
地區巡迴佈道。而其最主要的邊疆事工是與那些原
來已經在邊疆工作的傳道者聯繫，邀請他們加入中
華基督徒佈道會，例如蒙古地區的劉桐山，以及新
疆的劉頌三。6

此外，滕近輝提到，趙君影、艾得理（David 
Adeney）等人在大學中進行佈道，影響了大批學
生日後奉獻成為傳道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戰後曾到
雲南佈道的邊雲波，其詩歌《獻給無名的傳道人》
廣為流傳。7 而趙天恩則提到，當年的中國基督教
學聯除了影響到後來臺灣校園團契的發展，還產生
了一大批大專學生的奉獻者日後投入中國宣教的禾
場，例如西北靈工團，他們從上海一直往西北部傳
福音，打開了福音的門戶，建立了教會。8

從這個簡單的歷史梳理中可以看到，中國本土
教會和傳道人對於邊疆地區和少數族群的關注由來
已久，儘管無論從實際參與的教會和傳道人數量，
以及存留下來的教會和影響的角度來說，都不是那
麼多，但至少給我們留下了這一代人對未得之民靈
魂的關懷，和福音廣傳的異象。

邊疆佈道與少數民族宣教

需要指出的是，歷史上的邊疆佈道的概念，並
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今日的少數民族宣教。除了當時
的邊疆和國家邊界的概念，與1950年代以後的中國
政治版圖有相當的差異之外，當時的民族概念與經
過了「識別」之後的「民族」也很不同。這也從一
個側面反映了教會以及宣教不可避免的受到其時代
和社會處境的影響，並常常是未能意識到的影響。
儘管如此，這些差異並不能否定歷史上的邊疆佈道
作為如今我們思考和展開少數民族宣教的有益觀照
的意義，不過，意識到這些差異可能會幫助我們更
好的理解歷史，從而也能更準確的欣賞歷史上的人
物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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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點需要看到的是，無論是當年的邊疆佈
道，還是如今的少數民族宣教，其中都隱含了一種
漢人的文化比較優勢或「道德」優勢。在中心與邊
疆、漢人與少數民族的概念體系中，深深浸淫於
「天朝文化」的漢人習慣性地把對方視為「野蠻
人」，在傳福音的「拯救」資訊的同時，也帶上了
文化「教化」的目標。例如，在一些少數民族聚居
的地方，卻到處可以看到「講話要講普通話，寫字
要寫簡化字」的標語，無視和不尊重當地的主體居
民是使用本族語言和文字的少數民族同胞這個事
實。可惜的是，不少漢人基督徒和傳道人也存著這
種文化歧視的立場，不加保留地接受了將邊疆少數
民族為「落後者」的作法，並在事實上接受了社會
達爾文主義的文化進化論，把少數民族簡單化地歸
類為「原始部落」或奴隸社會。

這樣的居高臨下的心態對於漢人向少數族群傳
道的時候所帶來的阻礙是顯而易見的，也與基督降
世所呈現的那種道成肉身的方式直接相悖。

從宣教到本族人佈道

數點今天中國的少數民族教會，除了東北地
區的朝鮮族由於近些年來受韓國教會的影響，而得
到快速發展之外，最經常被人提到的就是西南地區
的少數民族教會，其中被稱為「福音穀」的 僳族
和怒族地區更是在一定意義上被作為「樣板」來關
注。

前面提到中國本土傳道人的邊疆事工，真正在
少數民族中存留下教會和福音影響的乏善可陳，問
題在於，為甚麼作為西方宣教士的柏格理（Samuel 
Pollard）在苗族、富能仁（James Fraser）在 僳
族的事工卻可以形成久遠的影響和持續的發展？我
們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這個問題：巡迴佈道
與長期宣教，以及宣教與本族人佈道。

前面對中國本土教會的邊疆佈道的歷史回顧
中已經提到，與當時流行的奮興佈道一致的是，多
數與邊疆相關的佈道都是巡迴佈道，或者說是短期
的宣教，而不是那種長期居住在邊疆民族地區，與
當地的少數族群一起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與他們交
往，建立關係，從而傳講福音，牧養信徒，建造教
會。而無論是柏格理還是富能仁，他們都是實實
在在地離開故土，長期與他們所關懷的人群一起
居住，一起生活，並實際地幫助解決他們的真實

需要，贏得了當地人，甚至非信徒的尊重，以至於
柏格理被尊為「苗王」，而與富能仁同工的楊思慧
（Allyn B. Cooke）夫婦至今仍被當地 僳人稱為 
「阿益打」（尊敬的大哥）和「阿子打」（尊敬的
大姐）。

近代以來的西方宣教士常被人詬病的一方面，
就是帶著某種西方文化的優越感，甚至被一些強烈
的民族主義者及人類學家指責為摧毀地方文化和文
化多樣性的「兇手」。確實，生長於西方文化的宣
教士們可能確實認為一些文化，特別是一些「落後
的部落生活方式」是需要被改變的，也就是說他們
在傳講生命更新的福音救贖真理的時候，也期待著
實現某種文化上的「救贖」。關於這個問題的是
非，我們不在這裡展開討論，但是柏格理學習苗
語，創制苗文，用苗人自己所熟悉的語言來傳講福
音的普世真理，卻是得到教內教外一致稱道的歷史
功績。與柏格理相似，當1910年富能仁進入 僳族
地區之後，他也是沒有急於傳教，而是先學習了半
年 僳語，並逐漸加深與村民之間的感情。之後，
富能仁又與緬甸浸禮會的克倫族巴東牧師合作，創
制了一套至今仍舊被使用的 僳文字，並用這種文
字翻譯出《約翰福音》和《聖經知識問答》，在緬
甸印刷出版。

或許我們仍然可以評論這些西方宣教士是否存
在著文化優越感的問題，但我們必須承認，中國本
土的邊疆佈道以及如今的少數民族宣教，在這方面
的實踐與柏格理和富能仁等人相比，還存在很大的
差距。筆者曾經採訪過一個以志在向穆斯林傳福音
聞名的教會群體，其中多數人都承認由於沒有認真
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他們至今仍然不能與當地人真
正的溝通，而實際他們已在這個少數民族地區居住
了幾十年。事實上，這個原本以向邊疆或少數民族
宣教的教會，後來主要變為居住在少數民族地區的
漢人，其信徒也完全是漢人，只不過是從內地移民
而來的漢人而已。

我們並沒有期待我們的宣教士們都要成為柏
格理和富能仁那樣的翻譯家，甚至文字創制人，但
如果我們連當地人的語言都不願意學習，都不能和
他們溝通，怎麼能談得上建立關係，又怎麼可能牧
養他們、建立教會？也就更無法談起建立本族的傳
道人，從而達到本族人向本族人傳福音的地步，而
那正是柏格理和富能仁的宣教可以留下一批當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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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而其長久的影響能直至如今的原因。換言之，
柏格理和富能仁在苗族人和 僳人中的事工，由於
成功地從宣教轉化為本族人佈道，福音才真正被當
地人接納為「自己的信仰」，從而建立起「自己的
教會」，並用「自己的語言」敬拜服侍那位超乎眾
人眾民之上的永生上帝。

從少數民族宣教到本族人教會

一個現實的狀況是，當談到中國或中國人的福
音事工的時候，通常其指涉的主要是被歸類為「漢
族」的多數群體，以及分佈廣泛的海外華人，而常
常忽略了被歸類為「少數民族」的其他人群。然
而，在現代民族國家的體系下，這既是在政治上不
正確的，同時也是對這些少數族群的不承認和不尊
重，因此也就可能在事實上導致他們對於漢人教會
和宣教士的不信任和疑慮，從而妨礙福音的廣傳和
教會的建立。

我們對於中國本土的邊疆佈道的簡要回顧和觀
察，也看到仍然有很多需要突破的地方，甚至有一
些態度和方式是大有問題的。如果作為中國教會主
體的漢人教會，真正有負擔要將福音傳給少數民族
同胞，漢族教會和傳道人就必須在福音真理中摒棄
自己的「漢人沙文主義」的文化優越感，以服侍的
心態進入少數族群，承認文化上的差異，以聖經真
理來教導信徒，而不是以自己熟悉的文化來評頭論
足。可喜的是，近年來已經有一些志在少數民族事
工的傳道人踏踏實實地從學習該民族的語言開始，
預備長期與少數民族同胞建立生命的關係。儘管這
與建立少數民族的本族教會還有相當的距離，但卻
是一個好的開始，是朝向這個目標的堅實的，可以
說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基督福音乃是使萬民得福的大好消息，實在
盼望我們今日能從近代少數民族宣教歷史上的得失
中有所學習，更新漢人教會和信徒的心意，在基督
裡破碎掉那種文化上和民族上的自大。我們也禱告
莊稼的主，求祂將對我們同胞的靈魂的負擔賜給我
們，效法柏格理、富能仁這樣的宣教士，願意付上
代價，為著神國度的拓展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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